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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 70年土地制度变革与经济转型 

 

我今天讲的主题是新中国 70 年土地制度变革与经济转

型，土地制度是在整个中国经济转型当中非常独特的一套

制度，是中国经济转型当中起作用的制度安排。 

（一）中国特色的经济转型：体制变革与结构跃迁 

在整个中国经济转型，也就是经济结构变迁的过程当

中，实际上有体制变革。它不简单地是一个从农业社会向

工业社会转变（这是主流发展经济学基本的逻辑），而且跟

体制变革高度相连。所以，整个共产党政权在现代化建构

中，一直是两条主线，一条主线就是在体制上由旧制度转

变为新制度；另外就是在结构上，由农业国转型为工业

国。基本的策略是通过体制的竞赛来实现赶超，通过结构

的加速度，来寻找中国既不同西方、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

国家的一个非常规的结构变迁的路线。简单地梳理一下，

我国整个体制建构的过程其实是从一个探索到稳健到不断

成熟的过程。 



我们通过革命，重新建造一套新的秩序，经过一段新

民主主义思想后，很快就进入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和改造，

这是非常快的过程。包括我们通过借用苏联模式起步，但

事实上是我们建构的自己本土的、带有很强中国化特征的

集权-计划体制。在改革以后，我们整个体制的探索不断地

走向成熟，这里主要的表现就是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长期性。通过体制改革，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不断地完善体制，一直到

提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整个体系的探索不断

地在成熟，不断地归于理性。但是另一方面，整个结构的

变革过程，跟体制的变革比较起来，我国一以贯之地坚持

了一条主线——就是要较快实现赶超，像七届二中全会主

席提出的实现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后来又提出工业农

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再到改革之前文革尾

声的时候，提出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

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并且提出分两步实现。改革以后，

一以贯之地加速结构转型的过程，这里包括三步走的发展

战略，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包括十八大提出四化同步

发展。所以中国特色的转型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一

直在依靠体制的变革推动结构转型。 

    （二）独特的土地制度与中国式经济转型 



整个中国的土地制度怎么会成为一个推动中国经济转

型的最重要的力量？中国这一套土地制度的独特性，首先

从我国权力结构上来讲，这一套土地制度的形成不是靠演

化来的，而是靠权力重新建构的土地制度结构，就是通过

革命、通过新的政权把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套长期演化的土

地制度，，重新建构成为一种新的制度结构。其次是将中国

的土地制度确立为国家的基础性制度即体制特征，体制特

征主要的表现：1、土地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要

的制度；2、土地的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中最重要的所

有制形式；3、土地的利益的归属，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主要的实现形式。 

再一个特征，就是制度安排，我们的这一套制度安排

是全世界最特殊的一套制度安排，这一套制度安排直接影

响了整个经济运行的过程。主要表现为：1、我们实现了城

市的土地国有制，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2、在三个方

面，政府形成了对于整个土地制度运行的主导——第一方

面就是在规划和用途管制上由政府主导。第二方面就是在

土地市场上由政府独家垄断，第三方面就是在土地的增值

收益上由政府管理。这一套独特的制度安排，就形成了整

个中国非常独特的“以地谋发展”模式，主要表现在两

点：第一就是我们的权力机构和体制特征形成土地制度作

为政府主导发展权的最重要的制度；第二点就是在整个中



国资本形成的过程中，土地的资本化成为资本形成最主要

的方式。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形成的过程中，有前苏

联见证的简单化模式，也有刘易斯讲的剩余劳动力作为储

蓄和资本金的方式。中国实际上是靠整个土地为资本，来

形成整个中国的资本。这样一来整个中国的经济转型，出

现了三个非常独特的现象：第一个就是从农业份额的下降

来看，我国整个的结构转变的过程，实际上实现了工业份

额上升、农业下降的一般性特征，但是份额下降中出现了

三个反常规的事实——第一是农民离开土地的程度小于对

农业经济依赖程度，也就是说农业 GDP的份额和世界趋

同，将近 7%。但是我们农民依然没有离开土地，我们有将

近三分之一的农民还是靠农业在就业；第二个反常现象就

是农民入城率小于农民在城市的经济活动率。常住人口的

城市化率达到了将近 60%，但是户籍人口的城市化率不到

40%；第三个更大的反常，也就是说在世界各国结构转变的

过程中，农业两个份额的下降，实际上是在农业部门发生

要素的重组，农业的回报是提升的。但是中国的反常表现

在哪？中国在结构剧烈的变化当中，农业回报是下降的，

所以大家看农业变化最快速的 90年代，中国的农业成本利

润率是下降的。第二就是工业化的快，工业化的快有什

么？这一套独特的土地制度，保证工业用地的价格扭曲，

所以在快速工业化时期，综合地价水平、商业地价水平和



居住地价水平相对于工业地价分别提高了很多，所以依靠

两个低成本，即依靠劳动力的低成本和依靠土地制度，避

开了整个中国土地资源稀缺导致可能形成的土地对中国工

业化的影响，所以我国土地价格低是制度因素造成的，并

且助推了中国工业化的高速。第三个就是快速的城市化，

中国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巨额的资本来源主要是靠土

地的制度改革，就是将原来的土地的无偿和有偿，商业性

用地进行招拍挂，比如 2008 年以后土地的金融化，这样就

形成了中国城市化的快速。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土地制度

为什么会形成中国快速经济转型或者独特经济转型的力

量。 

    （三）土地制度变革与中国经济转型进程。 

简单地回顾一下土地制度变革和经济转型进程的关

系： 

第一、土地改革撼动乡土中国。整个中国的结构转型

最难的不是简单的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难在如何从一个

高度依赖于土地的乡土社会拔出来，所以我把乡土中国总

结为四个特征：以地为生、以农为业、以村而居，根植于

土。从土地上拔不出来，所以中国长期靠高土地生产率，

而没有陷入马尔萨斯陷阱，但是劳动生产率长期下降。所

以，土改撼动了中国乡土结构，终止了整个乡土的以地生

财的模式。对乡村的治理秩序产生了一场革命，重构整个



乡村的治理秩序。农村的资本积累和人力资本的形成方法

发生断路，最后形成农民阶层的兴起。 

第二、国家工业化阶段，我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

的赶超式经济发展战略，支撑工业化的前提是农业充当提

供农业剩余和低价农产品，根本在于土地制度对于国家主

导的结构转变的支撑。这里最重要的两项制度——一个就

是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另一个就是集体化。如果没有

这两个制度，我们农产品实现不了国家工业化的支撑。 

第三、集体土地权利开放与结构修复的乡土工业化。

在 80 年代到 90年代中期，靠集体土地权利开放来修复乡

村的结构。在农地上实现集体所有，农户承包制度，将家

庭内部实行分工，剩余的劳动力从土地解放出来。在这个

时期，非农用地允许集体土地进入市场，开启整个中国乡

村工业化的进程。 

    第四、土地低价供应支撑的园区工业化与世界制造工

厂，在快速工业化时期，靠低价将 40%的土地配置于工业用

地，实现了园区工业化，使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工厂。 

第五、土地资本化造就的快速城市化。这里表现为两个阶

段。一个阶段是 “以地生财”的城市化，另一个阶段的城

市化靠“以地融资”的形式，靠的是土地的抵押来支撑城

市化的基础设施的建设。 

    （四）转型困局与突围 



最后我讲一下发展模式在转型中面临的困境，第一

点，我觉得在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体制的探索和结构的变

化之间的互动是不匹配的。主要的表现就是我国体制的探

索趋于成熟，但是结构变革一以贯之地求快，包括现在提

出整个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放缓。但事实上大家还

是希望继续通过快速的结构变革，来获得高增长；第二就

是土地制度推动了经济转型，现在面临着的困境就是“以

地谋发展”的模式已经衰竭了。第一个表现就是我们继续

放土地，已经拉不开增长了，我们从应对金融危机开始，

不断地靠放土地和放货币，把经济增长拉了一段时间以

后，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速下降以后，土地的供应

效力降低，所以现在土地的供应也下降了。第二个表现就

是以地招商引资的效力减退，我们在 2008年以后面临的情

况，也就是工业用地的占比下降，所以我们先是在沿海地

区出现，后来中西部地区继续以地招商引资，但是效果不

好。现在是东中西部，靠招商引资的模式，已经开始失去

它的效力。第三个表现是整个土地供应的结构发生严重的

扭曲，就是当整个工业用地的份额下降以后，我们房地产

的用地占比并没有提高，但是整个用地都配置在基础设施

的应用上，所以土地供应结构的扭曲，背后是大结构扭曲

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是第四个表现为土地出让成本上

升，净收益下降。第五个表现是土地的偿债能力可能是被



高估了，名义的杠杆率在 0.5 到 0.6 之间，但是真实的杠

杆率是 1.5到 2倍。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中国现代化的两个长期性，第一个

长期性大家有充分的认识，就是体制上初级阶段的长期

性。但是，另一个长期性——即在结构上城乡中国的长期

性是认识不足的，应该是从乡土中国到城乡中国，城乡中

国是跟初级阶段对应的非常长的结构现代化的过程。然后

在权利开放秩序与国家治理体系中，一定要实现现代化，

中国一定要遵守 40 多年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即通过权利

的不断开放，增大主体参与经济活动，防止出现经济衰

退，实现政治和经济的良性互动。 


